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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心房颤动是最常见的持续性心律失常,目前影响着全球3
 

300多万人,具有极高的过早死亡率

和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如心力衰竭、严重脑卒中和心肌梗死)发生率,预计其发病率将在未来40年内加速增

长。虽然确切的心房颤动发生机制尚未明确,但心房结构和功能的异常与心房颤动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在

没有左心房扩大的情况下,心房颤动也会发生并持续,因此早期快速、准确地对其进行评价是至关重要的。斑

点追踪超声成像技术在预测新发心房颤动方面显示出潜在的重要性,该文综述了该技术在心房颤动患者预测

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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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rial

 

fibrillation(AF)
 

is
 

the
 

most
 

common
 

sustained
 

arrhythmia,currently
 

affecting
 

more
 

than
 

33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with
 

a
 

very
 

high
 

incidence
 

of
 

premature
 

mortality
 

and
 

major
 

adverse
 

cardio-
vascular

 

events(such
 

as
 

heart
 

failure,severe
 

stroke,and
 

myocardial
 

infarction),and
 

its
 

incidence
 

is
 

expected
 

to
 

accelerate
 

over
 

the
 

next
 

40
 

years.Although
 

the
 

exact
 

mechanism
 

of
 

AF
 

development
 

has
 

not
 

been
 

clarified,the
 

abnormality
 

of
 

atri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F.AF
 

can
 

occur
 

and
 

persist
 

in
 

the
 

absence
 

of
 

left
 

atrial
 

enlargement,making
 

its
 

early,so
 

rapid
 

and
 

accurate
 

evaluation
 

is
 

critical.Speckle
 

tracking
 

ultrasound
 

imaging
 

has
 

shown
 

potential
 

importance
 

in
 

the
 

prediction
 

of
 

new
 

AF.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is
 

technique
 

in
 

the
 

prediction
 

of
 

patients
 

with
 

AF.
[Key

 

words] Spot
 

tracking
 

echocardiography; Left
 

atrial
 

strain; Atrial
 

fibrillation; Review

  心房颤动作为最常见的心律失常,目前估计成年

人患病率在2%~4%,患病人数以每年500万的速度

增长[1]。截至2019年,全球心房颤动患者约5
 

970万

例[2],一 项 基 于 全 球 疾 病 负 担 研 究 的 数 据 显 示,
1990-2019年,全球60~89岁人群的心房颤动发病、
死亡例数及伤残调整寿命年呈增加趋势,中国是心房

颤动负担最重的国家[3]。在具有欧洲血统的55岁及

以上人群中,大约有1/3的人患有心房颤动[4-5]。心

房颤动大大增加了血栓栓塞、心力衰竭和痴呆及死亡

风险。虽然消融是心房颤动的基础治疗,但术后仍有

复发的风险。心房颤动的发展伴随着心房结构和功

能的改变,但功能改变往往早于结构改变[6]。如果在

高危人群中将亚临床状态的患者筛查出来,在疾病早

期进行干预,可逆转部分患者的心功能,进而预防其

心脏结构改变。斑点追踪成像技术(STE)通过定量

分析心脏结构的形变,评估心房功能和心肌重构,在
预测新发心房颤动方面,STE可以提供无创、实时的

心房功能信息,不仅有助于早期识别高风险患者,增
强对心房颤动风险的预测能力,还可以为心房颤动的

预防和个性化治疗提供新的策略。
1 STE
  STE是继组织多普勒(TDI)之后心脏超声领域

一项较为新的技术,其克服了TDI的众多技术缺陷,
具有角度独立性,全心室覆盖、定量评估、时间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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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长期跟踪、操作简便、可重复性好等优点[7]。STE
技术可以评估心肌在纵向、径向和环向方向的形变情

况,进而计算出心肌的应变和应变率。应变和应变率

可以作为评估局部心肌纤维化的非侵入性手段,是分

析心肌变形功能的理想选择。STE最先被应用于左

心室功能的评价,在左心房方面的应用是滞后的,
2004年被首次提出,近年来逐渐成熟[8]。左心房形变

的心动周期种类分为储器期、管道期、收缩期,即为左

心房的三大生理功能[9-10],斑点追踪超声心动图分析

结果与左心房功能对应的关系分别为储器期应变

(LASr)、收缩期应变(LASct)、管道期应变(LAS-
cd)[11]。有研究结果显示,心房颤动患者的心房形变

能力普遍出现减弱现象[12],尤其是辅助心脏泵血功

能[13],并随着心房颤动的持续进展,心房的纤维化水

平也随之增高,其应变值减退越显著[14]。斑点超声追

踪超声心动图包括二维斑点追踪超声技术(RT
 

2D-
STI)及三维斑点追踪超声技术(RT

 

3D-STI),二维目

前应用更广泛,下面将斑点追踪超声在预测新发心房

颤动方面的相关指标进行归纳总结。
2 左心房应变

  对于之前没有记录房性心律失常的个体,使用

LASct来预测心房颤动发作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

异度。这是因为左心房收缩功能的下降反映了心房

结构的重塑,这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向心房颤动转变

的初期不良阶段。因此,左心房应变(LAS)在识别和

监测心房颤动风险中同样具有重要的临 床 意 义。
KAWAKAMI等[15]随访576例心力衰竭及心房颤动

高危人群,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新发心房颤动患者的

LASr,LASct较健康对照组减小,但2组的左心房容

积指数(LAVI)无明显差异,表明功能异常先于结构

改变,在左心房容积扩大前,心功能就已经下降了,所
以2组LAVI无差异,所以对左心房功能进行早期评

价,可以识别出高风险患者,从而进行提前干预,减少

心房颤动的发生,并进一步指定治疗方案,而2D-STI
在疾病早期状态的灵敏度更高。LAS可以预测多种

心血管疾病中的新发心房颤动。
2.1 心肌梗死后预测心房颤动的发生 心房颤动是

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后常见且预后不良的心律失

常,即使短期的新发心房颤动发作也会独立增加心力

衰竭、缺血性脑卒中和死亡的风险[16]。在一项对接受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STEMI)后LAS对预测心力衰竭发生的临床价值的

前瞻性研究中表明[17],新发心房颤动患者的LASr显

著低于未发生心房颤动者,平均LASr在无心房颤动

患者中的比例为33.4%,在发生心房颤动患者中的比

例为24.1%。而在健康受试者中LASr的比例约为

39.4%,这说明了健康对照组和STEMI患者间LASr
是有差异的[18]。LASr、LASct、LAScd都是重要的单

变量预测因子。多变量模型中,只有 LASr仍然是

STEMI后发生心房颤动的重要独立预测因子。LASr

在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STEMI后发生心房颤动的

超声心动图风险分层中增加了预后价值,这与一项评

估LAS能否预测窦性心律STEMI患者住院期间的

新发心房颤动的研究结果一致[19],他们通过斑点追踪

超声技术对STEMI患者进行左心房功能评价,新发

心房 颤 动 患 者 的 LAS 参 数 均 显 著 受 损,尤 其 是

LASr,27%的LASr阈值可以准确识别发生新发心房

颤动高风险的患者,特异度和灵敏度均在80%以上。
总体而言,左心房功能的LAS分析,尤其是LASr参

数,可以帮助预测新发心房颤动,并可能有助于改善

STEMI急 性 期 这 种 常 见 心 律 失 常 的 风 险 分 层 和

管理。
2.2 心力衰竭患者中预测心房颤动的发生 心力衰

竭和心房颤动有着共同的危险因素,同时心力衰竭又

是心房颤动发展的危险因素。心房颤动会增加心力

衰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使心力衰竭病程复杂化[20]。
由于许多心力衰竭患者在随访期间发生心房颤动,因
此预测新发心房颤动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在一项

旨在研究LAS是否可以预测心力衰竭患者新发心房

颤动的研究中发现[21],心房纵向应变峰值(PALS)减
少与新发心房颤动风险升高相关,PALS每增加1%,
新发心房颤动的风险就会降低3%,可以说明PALS
是新发心房颤动的重要预测因子。后期JASIC-SZ-
PAK等[22]对无基线心房颤动的有症状射血分数保留

心力衰竭(HFpEF)患者进行了临床评估和超声心动

图评估,发现发生新发心房颤动患者的峰值心房收缩

应变(PACS)、PALS显著降低,说明PACS、PALS可

以提供有关 HFpEF中心房颤动事件的增量预测信

息,随着LAS值的降低,心力衰竭患者发生新发心房

颤动的风险上升。以上研究对于识别高风险的心力

衰竭患者可能会发生新发心房颤动具有重要的临床

意义,经验性的抗凝治疗可能对这些患者有益,特别

是考虑血栓栓塞高风险人群。
2.3 主动脉瓣置换术后 心 房 颤 动(POAF)的 预

测 术后心房颤动是心脏手术,尤其是瓣膜手术后常

见的并发症,发生率为33%~49%[23],其与栓塞事

件、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心力衰竭和出血性并发症的

风险增加有关,并且通常会延长住院时间。因此确定

术后心房颤动的临床预测因子对于针对重度主动脉

瓣狭窄(AS)患者非常重要。既往有研究显示,无心房

颤动史的AS患者在瓣膜置换术后,PALS、PACS与

接受AS手术治疗患者的POAF相关,并且发现以上

二者降低都与左心房未扩张患者的心房颤动发生率

相关[24-25],这表明在严重的AS中,左心房功能障碍预

测POAF的发生率与左心房扩张无关,术前斑点追踪

超声心动图可能有助于风险分层,特别是在左心房未

扩张的患者中,并预测心房颤动的发生。先前有研究

也得到类似的结论,发现 LASct是主动脉置换术

(AVR)后重度 AS患者发生心房颤动的唯一独立预

测因子,预 测 POAF 的 灵 敏 度 为60%,特 异 度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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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6],因此,LASct表明术后强化预防性抗心律失

常治疗的可取性,可以缩短住院时间,降低医疗资源

的使用率。总之,亚临床左心房增压泵功能障碍可以

通过二维斑点跟踪应变率来检测。这些发现可能有

助于AVR后重度AS患者的风险分层和管理。
2.4 冠状动脉搭桥POAF的预测 POAF是心脏手

术常见的并发症,同样,POAF也是冠状动脉旁路移

植术(CABG)后常见的并发症,但目前没有可靠的方

法可以在术前确定哪些患者在 CABG 后会发展为

POAF。既往有研究表明,基线时受损的LAS与接受

CABG的患者
 

POAF之间存在潜在关联,术前LAS
值的降低在识别CABG后发生POAF的患者比其他

术前参数更具有特异度和灵敏度,但以上研究数据仅

来自观 察 性 研 究,且 患 者 数 量 有 限,结 果 存 在 争

议[27-29]。最近的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调查了STE
测量的LAS作为大量接受孤立CABG手术治疗的患

者中POAF预测因子的潜在用途中表明[30],超声心

动图和LAS评估可用于预测接受CABG的患者术后

早期心房颤动的风险。特别是,整体PALS<28%的

术后心房颤动风险高出3.6倍,并且对这种心律失常

预测的特异度为86%,该评估有助于识别心律失常风

险较高的患者,对于这些患者,可以采用围手术期预

防策略和更严格的监测,以早期诊断和治疗POAF。
3 左心房机械离散度(SD-TPS)
  HAUGAA等[31]已经证明左心室机械离散度是

各种心血管疾病引起室性心律失常的独立、有效的预

测因子。目前,国内外研究证明,LAS及SD-TPS是

评价心房颤动射频消融POAF复发的有效工具[32-33]。
近年来,使用RT

 

2D-STI对左心房的离散度进行定量

分析,以探究其与新发心房颤动之间的关联,已经成

为研究的新方向。KAWAKAMI等[15]、黄志勇等[34]

发现新发心房颤动者较未出现者SD-TPS更高,SD-
TPS对新发心房颤动有较高的预测效能,甚至对新发

心 房 颤 动 的 预 测 效 能 更 优 于 心 房 颤 动 射 频 消 融

POAF复 发 的 预 测 效 能。在 目 前 临 床 工 作 中,
CHA2DS2-VASc评分是心房颤动患者抗凝决策的首

选风险模型,主要用于对心房颤动患者栓塞风险的评

估。有研究表明,SD-TPS在评估心房颤动患者发生

血栓风险时,相较于CHA2DS2-VASc评分系统,能
够提供更多的附加信息,不但可以直接评价左心房功

能,而且可以在治疗过程中重复测量,用以监测左心

房功能的变化和血栓风险的动态变化。另外,SD-
TPS可以作为CHA2DS2-VASc评分的补充,为那些

得分较低但实际血栓风险较高的患者提供额外的风

险信息[35]。再者对于CHA2DS2-VASc评分中等风

险的患者,SD-TPS有可能帮助识别出实际血栓风险

较低的个体,避免过度抗凝治疗。因此,在实际应用

中,SD-TPS可能需要与CHA2DS2-VASc评分系统

结合使用,以达到最佳的风险预测效果。以上都是小

样本的病例对照研究,需要进一步前瞻性多中心研究

来提高在预测新发心房颤动方面的增量价值。
4 三维斑点追踪超声心动图

  RT
 

2D-STI仅限于二维平面内分析心肌运动,但
心脏是三维立体器官,在二维平面上无法完全捕捉到

心肌的三维运动特性,会产生失追踪现象,结果的准

确性易受图像采集的影响[11];而RT
 

3D-STI能够在

三维空间内追踪斑点,提供更为全面的心肌运动和形

变分析,更符合心脏运动的真实情况,因此其能够提

供更加精确的心脏功能评估。我国学者通过RT
 

3D-
STI评价阵发性心房颤动(PAF)的左心房功能,发现

PAF组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左心房纵向和环向应变能

力明显减弱[36-38],说明三维斑点追踪超声心动图是评

估患者左心结构和功能障碍的有效方法,可以全面评

价PAF患者的左心房形态及功能。RT
 

2D-STI和

RT
 

3D-STI在评估左心房功能障碍方面均有一定的

贡献作用,但是RT
 

3D-STI在左心房中的应用还不太

成熟,是否RT
 

3D-STI在评估左心房结构和功能方面

优于RT
 

2D-STI,目前尚无统一的定论,但随着专门

针对左心房设计的斑点追踪分析软件的不断优化,在
左心房操作上的经验会逐渐规范化。
5 结  语

  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呈逐年

增加趋势,心房颤动是增龄性疾病,其发病率也随之

增加。现有数据显示,55~59岁人群心房颤动患病率

为0.72%,80~84岁人群为6.52%,95岁以上人群

为8.18%[39],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之老龄化使中国老

年人群心房颤动及脑卒中发生风险增加,目前我国心

房颤动人群估算已达2
 

000万,预计到2050年,我国

大约有900万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心房颤动[40-41],
其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负担不断加重。若用STE对

心房颤动高危患者甚至一般人群进行筛查,早期识别

疾病的发生发展并采取干预措施,对于改善患者预

后、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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